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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亚洲将进入历史性的有利时机。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——中国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——都由强

大、有活力的改革派领导人主导。事实上，中国的习近平、印度的莫迪和印尼的佐科，有望跻身各自

国家最伟大现代领导人的行列。  

         毛泽东在 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邓小平主导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崛起。习近平想要

和毛邓看齐，就必须建立一个以法则为基础的现代中国，而这首先需要清除腐败的“大老虎”。多年

来，腐败成风已成为中国的顽疾，党地方领导人和国有企业负责人，利用巨大的特权和权威敛聚个人

财富。这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，也妨碍了驱动中国经济迈入高收入行列所需的市场竞争。 

到目前为止，习近平似乎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。他大胆地把目标对准了此前被认为“碰不得”的大人

物，如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。 但与腐败的长期斗争不能光靠习近

平，只有建立强大的制度来维护和强化法制——在习近平退位之后可以持续下去——才能赢得这场斗

争。 如果习近平选择建立这样的制度，他有强大的法律传统可以援引。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在

今年初的演讲所言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有长远的历史根源。事实上，在公元前四世纪，政治

家、改革家商鞅就说道：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”沿袭这一传统，习近平可以建立强大和经得起时间

考验的制度。如果他这么做——认识到要具备公信力，即使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，也必须受到法制的

约束——他就能成为现代中国第三强势的领导人。  

         在印度，圣雄甘地重新唤醒了受殖民主义重创的国家精神，尼赫鲁则确立了印度的民主政治文

化。如今莫迪必须为印度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奠定基础。 复制 2004 年到 2012 年间，他主政古吉

拉特邦每年经济增长 10%的成绩，显然将提振印度的发展前景和全球地位。但以可持续方式实现如此

高的增长率，需要全面，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改革；如取消纯属浪费的补贴，特别是能源补贴，以便把

资源用在增加医疗支出等。其他当务之急包括削减预算赤字、取消内部贸易壁垒及鼓励私人投资。 要

赢得实施这些改革所需的支持，同时不破坏政治稳定或社会团结，莫迪必须证明他是一个包容的领导

人，能够与不属于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圈子的印度人合作，包括 1500 多万名印度穆斯林。如果他能

够胜任，他将和习近平一样，成为国家的下一个具代表性领导人。  

         在印尼，到目前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两位领导人是苏卡诺和苏哈多。苏卡诺用他的雄辩，把这个世

界上最多元化的国家之一凝聚起来。而推翻苏卡诺的苏哈多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，让数以百

万计的印尼人脱离贫困。 佐科出身卑微却攀上了权力高峰，并一直维持“人民之子”的形象，和务实与

诚信的声誉。佐科在治理上长期以来有优异的表现。在担任梭罗市长期间，他实施了一系列有效政策

（如翻新市场、整顿贫民窟和削减官僚繁文缛节）；担任雅加达特区首长期间亦然（增加了医疗和教

育的普及程度）。 但在全国复制这一成功决非易事。将在 10 月上任的佐科，必须采取措施解决日益

加剧的不平等、不可持续的燃料补贴、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、基础设施不足和过于严格的劳动法——



与此同时还要重新建立对印尼制度的信任。 让佐科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的，是他的执政联盟只占印尼

议会约三分之一的议席，其余议员则忠于他在总统选举中的对手普拉博沃的阵营。因此，在实行新的

治国风格时，比如按能力任命内阁成员，佐科必须谨慎行事，避免让长期从把持权力中获益的政治和

商界精英，对他产生敌意。 简言之，如果佐科要在构建印尼所需要的制度上取得共识，就必须超越政

治分歧。在这方面，墨西哥总统涅托跨越党派的“墨西哥协定”（Pact for Mexico）可以作为参考。 幸

运的是，佐科拥有独立于党派和宗教政治的声誉，并且善于同人们沟通。而他原为政界局外人，在引

导印尼走向更繁荣、更团结的未来上，可说处于独特地位——这也可能让他成为印尼伟大领导人之

一。  

         中国、印度和印尼都处于跨出重要前进步伐的有利位置。习近平、莫迪和佐科致力于他们应做之

事，将为各自国家、亚洲和全球秩序带来迅速、影响深远的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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